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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农民收入问题与增收途径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中国农业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很多，且多数涉及深层次的改革难题，而农民收入是一个具有较多交集点的

核心问题。 近十年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且其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并摆脱了现收入标准下的农

村绝对贫困问题。 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重视，主要包括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依然很低，城乡收入差

额、地区收入差额、农村居民组间收入差额均不断扩大，以及农民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农业等。 其实，作为经济单位主

体的农民的具体行为对自身增收起着主要作用，但城乡关系和农村产业环境对农民增收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由

此着眼，减少农民、扩大农场经营规模、提高土地生产率、提质增效、调优生产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当为农民增收的重

要途径，而如果放眼农业外的领域来寻求增收途径，兼业经营、政府补贴、产业融合等也为重要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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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和改革内容很多，
如乡村振兴、粮食安全、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巩固脱

贫成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三产融合、农业

竞争力、农村金融、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等。 改革开

放至今，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多数涉及深层次的改革

难题，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制约。 而

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中，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具有较

多交集点的核心问题，因为追求美好生活是人之天

性，收入是保障美好生活物质基础的关键所在。 因

此，收入也就成为农民作为乡村主体是否参与和如

何参与乡村行动和改革的重要动力及催化剂。
收入问题，实质上也是就业问题，不仅对农民十

分重要，也是中国当前和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就业—收入问题始

终是发达国家面对的棘手难题，在全球化和智能化

时代变得越来越突出，全球化使就业—收入问题突

破国家区域而成为全球竞争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智能化将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交由机器人完成，机
器人在吞噬工作机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之间展开

了谁主沉浮的较量。 这一宏观趋势演变将对农民收

入发起进一步挑战。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全国居民人均收入进行分

析，意在从宏观视野和发展阶段看到成绩及问题；然
后对中国农民收入情况作出梳理，旨在指出当前人

均收入巨大成绩背后的问题；最后讨论分析农民增

收的主要途径，期望能全面、客观地认识农民收入问

题并助力农民增收。

一、中国人均收入的可喜之处

在收入增长①的道路上，１９７８ 年中国改革开放

之初的人均 ＧＤＰ 只有 ３８５ 元，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７０８９２ 元，

７４１

①国际上通常以 ＧＤＰ 总量来衡量一国的经济规模、以人均 ＧＤＰ 或人均国民收入（ＮＩ）来衡量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百姓更愿意以人均可支
配收入来衡量自己的收入水平。 人均 ＧＤＰ 或人均国民收入（ＮＩ）二者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并且差距微小，出于资料可获性考虑，本文采用人
均 ＧＤＰ 这一指标来反映国民收入，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经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后的居民收入水平。



名义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３．５７％；即便依 １９７８ 年不变价

计算，实际年均增长率也达到 ８．３６％。 同期世界人均

ＧＤＰ 的年均增长率（可比口径）只有 １．４９％、高收入

经济体 １．７９％、中等收入经济体 ２．６７％、中高收入经

济体 ３．０１％。 可见，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是高速的。
依世界银行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的标准①，人均

ＧＤＰ 低于 １０３６ 美元为低收入，１０３６—４０４５ 美元之间

为中等偏下收入，４０４６—１２５３５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

收入，高于 １２５３５ 美元为高收入。 依此标准和世界

银行 ２０１９ 年 ２１１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高收入经济

体 ７０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 ５０ 个，低收入经济体 ９１
个。 ２０１９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０２７６ 美元，排在中等

收入经济体的第 １１ 位，即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

行列。 从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收入差距看，２０１９
年距离高收入门槛 ２２５９ 美元。 “十三五”期间中国

人均 ＧＤＰ 增加了 ２４２２ 美元，意味着“十四五”期间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毫无悬念；即使届时高收入标

准有所提高，迈入高收入行列也应不是问题。 目前

看来，新冠疫情打击下的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缓慢，
“十四五”期间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不太可能提

高，甚至还可能降低，正如前几年的变化，２０１５ 年的

高收入标准（１２７３６ 美元）高于目前的标准（１２５２５ 美

元），因此，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没有问题。

图 １　 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农村为 １）

中国居民收入另一个可喜现象就是，２００８—
２０１９ 年，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都较快，名义增长率都在 ７％以上（实际增长率都在

６．５％以上），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

９．９５％和 １１．５７％，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以后农村居民可支

配收入增速高于城市居民，居高不下的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倍差）终于逐渐下降。 图 １ 显示，１９８６ 年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为此，政策上一直试

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事与愿违，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３．３３ ∶ １（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１），由此加剧了很多

不平衡问题。 近十年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

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２００９ 年的３．３３ ∶ １
下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２．５６ ∶ １。 尽管这一比值依然高于

世界公认的 ２．５ 倍收入差距警戒线，但毕竟是可喜现

象且来之不易。 发达地区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上更是先行一步，２０２０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②，
天津市已降至 １．８５，浙江省为 １．９６，上海市为 ２．１９，江
苏省为 ２．１９。

二、中国人均收入的问题

虽然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人均收入增长还是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都取得了喜人的结果，但可喜现

象背后也隐藏着一些急需引起关注与重视的问题。
一是中国人均收入依然是低水平的。 ２０１９ 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３０７３３ 元，即每月 ２５６１
元。 其中，城镇居民 ４２３５９ 元（每月 ３５２９ 元），农村居

民 １６０２１ 元（每月 １３３５ 元）。 显然，这个收入水平是

比较低的，如果再考虑物价、房价、教育支出等因素，
这个收入水平在生活中更是捉襟见肘。 这个平均数

值还是立足于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得出的，可以想见，
大部分人中有的还达不到这个平均收入水平。 这一

点，从 ２０１９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

数———２６５２３ 元就可以看出，即月收入只有 ２２１０ 元，
比平均数低 １３􀆰 ７％。

二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 人均 ＧＤＰ 反

映的只是一个平均化后的水平，未能反映初次分配

结构是否合理。 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

平的主要指标是看各分配方所占的分配比重。 中国

目前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过

低，仅为 ４４％左右。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③占人均

ＧＤＰ 的比重也能窥见一斑，２０１９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０２７６美元，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３０７３３
元（合 ４４５５ 美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人

均 ＧＤＰ 的 ４３．４％。 发达国家中劳动报酬占比通常大

于 ６０％，高的超过 ７０％。 如果劳动报酬比重较低，意
味着税收、资本报酬、企业留成等分配占得较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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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省、市、自治区 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
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了初次分配和转移分配的收入作用，并不完全对应初次分配，这里只是作为参考比较。



么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在

中国政府和党的文件中经常提到要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如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温家宝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提
高人民收入水平。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

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

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但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比重过低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变，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是“十四五”时期的

重要任务之一。
三是人均收入结构严重失衡。 人均收入，就意

味着可能存在“被平均”下掩盖收入结构不公平问

题。 这个道理就如一个社区有 １００ 名居民，其中 １
人 １ 亿元收入，９９ 人零收入，但被平均后人人都成了

百万富翁。 中国人均收入结构呈明显的收入金字塔

型，底层很大、塔尖很小，即绝大多数居民收入在金

字塔基层。 经济学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人均收入结

构的合理程度（即贫富差距程度），通常认为，一国基

尼系数在 ０．２—０．４ 之间是较合理的，高于 ０．４ 是不合

理的，即贫富差距过大。 ２０１９ 年，全球约 ６０ 个经济

体的基尼系数大于 ０．４，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是长

期处于这一阶段。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
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目前人均月收入不到

１０００ 元（即年均收入不到 １２０００ 元）的人口有 ６ 亿，
占总人口的 ４２．９％；２０１９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３０７３３ 元（月均 ２５６１ 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中位数为２６５２３ 元（月均２２１０ 元），年收入１２０００
元只达到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平均数的 ３９．０％或中位

数的 ４５．２％。 联系起来看这几个数据，不难看到，中
国金字塔底层人数之众和收入水平之低。

四是 ２０３５ 年的人均 ＧＤＰ 目标挑战巨大。 中共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２０３５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一目标鼓舞人心，但真正实

现还是有极大挑战的。 首先讨论一下衡量标准，中
等发达国家是经常看到的一个名词，在收入衡量上

准确的用词还是用“人均收入”，比如高收入、中等收

入、低收入。 显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中等发达国家，
应是指“高收入国家”的中间水平，因为我们目前已

经处于中等收入的高端水平了，所以不会是指中等

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高收入国家”的中间

水平，是以平均数还是用众数来衡量？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９ 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数据进行计算，高收入

经济体的平均数水平是人均 ＧＤＰ ４．１ 万美元，中位

数水平是人均 ＧＤＰ ３．３ 万美元，分别是中国 ２０１９ 年

水平的 ４．９ 倍和 ３．１ 倍。 这意味着要实现 ２０３５ 年的

预设目标，未来 １５ 年的平均数增速要达到年均

１１􀆰 １％，或未来 １５ 年的中位数增速要达到年均

７􀆰 ８％，显然在 １５ 年内基本上是很难达到的。 从动态

看，至 ２０３５ 年，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水平和中位

数水平必然还要上升一些，意味着中国的增速还要

再高一些，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

三、一国人均收入结构类型

一个国家在收入方面的目标追求往往有两个：
一是全体国民基本物质生活无忧；二是国民收入分

配结构基本公平，基本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应当是

中产阶级较大且较稳定。 本文构架了图 ２ 来阐述人

均收入分配结构类型。 同时，图中设置了一条虚线，
以此表示满足基本生活的收入支出线，此线之下的

人群即处于贫困状态甚至赤贫状态。 改革开放初期

是相类似的低收入水平上的相对公平，随着经济发

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虚线就不断降低，基本物质

生活无忧者的比重不断上升。

图 ２　 一国人均收入结构类型

　 　 一国贫富差距悬殊时，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型，如
果此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字塔底层有相当多的

人群低于社会基本消费水平（虚线之下），中国目前

总体上即处于 Ａ 种状况。 后小康时代的目标是 Ｂ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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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即虚线下降，贫富差距开始缩小，收入分配结

构由金字塔向梯形转变。 进一步的收入结构分配目

标是 Ｃ，即椭圆形状态，虚线进一步下降，贫富差距

进一步缩小，社会进入以中产阶级人群为主，这是较

好的高收入阶段呈现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理想目

标是 Ｄ，即圆形甚至横向椭圆形，虚线完全在椭圆形

下面，表明全体国民没有社会基本物质生活问题，此
时也是理想型的社会人均收入分配结构，北欧一些

国家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此近似。
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到理想型需要很长

的时间，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更取决于政府的

社会经济政策。 如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

一，但迄今并未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依
然是贫富差距非常明显，１９７４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

０．３５３，２０１８ 年扩大为 ０．４１４。 鉴于此，希望中国的居

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十四五”期间能进入到 Ｂ 状态，
尽量缩小梯形上下两条边的长度差距。

四、中国农村居民①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问题与演变

　 　 总体而言，近十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快

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摆脱了现收入

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但在这可喜现象背后

也隐藏着一些需要进一步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１．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依然很低

李克强在 ２０２０ 年“两会”答记者问时所说的人

均月收入不到１０００ 元（即年收入不到１２０００ 元）的人

口，主要是在农村，农村居民是主要的低收入群体之

一。 ２０１９ 年，甘、青、云、贵四省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不到 １２０００ 元，陕、宁、晋、藏四省区农村居民

的可支配收入不到 １３０００ 元。 从表 １ 可以看出，低收

入组户和中间偏低收入组（即 ４０％的农村居民）的月

收入不到 １０００ 元，中间收入组中依分布估计也约有

一半人的月收入不到 １０００ 元，合计约 ５０％的农村居

民月收入不到 １０００ 元。
２０２０年，中国完成了绝对贫困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部摘帽，但脱贫的人均年收入标准线是 ２０１０ 年

不变价 ２３００ 元，到 ２０２０ 年现价约 ４０００ 元②（月均约

３３３ 元），此标准是很低的。 其中相当部分的脱贫人

口仅仅是脱离绝对贫困的收入水平，还有相当部分

当年稍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的农户（被称为“边
缘户”）也只是在高于贫困收入线的边缘处，甚至有

滑入贫困的风险。 所以，巩固脱贫成果的首要任务

是要全力防止规模性返贫。

表 １
　 　 　 　 全国农村居民五等

　 　 　 　 分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人）

年份 时段
低收入
户（２０％）

中间偏下
户（２０％）

中间收入
户（２０％）

中间偏上
户（２０％）

高收入户
（２０％）

２０１８
全年 ３６６６ ８５０８ １２５３０ １８０５１ ３４０４３
月均 ３０６ ７０９ １０４４ １５０４ ２８３７

２０１９
全年 ４２６３ ９７５４ １３９８４ １９７３２ ３６０４９
月均 ３５５ ８１３ １１６５ １６４４ ３００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如果根据联合国的贫困标准线来看，可以看出

中国目前的脱贫标准线很低。 世界银行以 ２０１１ 年

价格基期采用日人均 １．９ 美元和 ３．１ 美元两档来衡

量贫困。 前一标准是 １５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贫

困线平均数，被视为极端贫困标准线；后一标准是其

他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中位数。 世界银行日人均１．９
美元的贫困线折合 ２０２０ 年年人均人民币 ４７１８ 元

（２０２０ 年 １ 美元兑 ６．８９７４ 元人民币），高于中国 ２０２０
年现价 ４０００ 元的贫困线，虽然中国的脱贫标准不仅

仅只是收入，还有“两不愁三保障”，但从收入来说中

国脱贫线还是很低的。 若以日人均 ３．１ 美元即年人

均 ７６９７ 元人民币（２０２０ 年汇率）为贫困线，那么，中
国目前至少有 ２０％以上农村居民收入低于此数。 作

为一个总体上即将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还有如

此规模的农村人口收入处于发展中国家中位数贫困

线以下，说明我们低收入标准之低和增收任务之重。
２．城乡收入差额不断扩大

如前所述，尽管最近十年中国农村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速较快，且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

收入倍数在缩小，学术界和政界都认为是好事，但这

并不是农民群体的看法，他们相信的是绝对差额，而
不是增速。 他们的看法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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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官方统计上使用农村居民收入这一口径，没有区分农村居民中的农民和非农民，因为其中主要是农民，因此也被作为农民收入的同义词，
本文中也将其视为同义词对待。 虽然农村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会有细微差别，但总体上反映农民收入状况，故忽略不计其细微差异，等同使用，
特此说明。

这里采用 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６日国新办举行《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洪天云答凤凰卫视记者问的数
据（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ｐａｄ．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４ ／ ６ ／ ａｒｔ＿２２４１＿５１０．ｈｔｍｌ）。 若依农村消费物价指数计算２０１０年不变价２３００元的现价，２０２０年现行价约为３０００
元（月均 ２５０元）。



道理的，因为单一看增速，就会掩盖绝对差的扩大。
农民的收入基数很低，从统计学看，低基数时容易呈

现高速度，到高基数时还能保持高速度吗？ 一般不

会。 假设从 １００ 元增至 ２００ 元，增速是 １００％，收入增

量只有 １００ 元；而高收入者基数很高，若从 １ 万元增

至 １．２ 万元，增速只有 ２０％，但增量却是 ２０００ 元，１００
元对 ２０００ 元，收入差距又加大了 １９００ 元。 客观事实

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人均收入差额、农民内部之间的

人均收入差额、省区之间的农民人均收入差额都在

扩大（见表 ２—６），其每年扩大的差额连起来看就如

同张开的剪刀，形成新一类收入“剪刀差”。
从表 ２ 可以看到，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的收

入增速高于城市居民，但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额

从 １７０３７ 元扩大到 ２６３３８ 元，差额扩大了５４．６％。
表 ２　 　 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人）

年份
农村
居民

名义增
速（％）

城镇
居民

名义增
速（％）

城乡绝对
额差

２０１３ ９４３０ — ２６４６７ — １７０３７
２０１４ １０４８９ １１．２ ２８８４４ ９．０ １８３５５
２０１５ １１４２２ ８．９ ３１１９５ ８．２ １９７７３
２０１６ １２３６３ ８．２ ３３６１６ ７．８ ２１２５３
２０１７ １３４３２ ８．６ ３６３９６ ８．３ ２２９６４
２０１８ １４６１７ ８．８ ３９２５１ ７．８ ２４６３４
２０１９ １６０２１ ９．６ ４２３５９ ７．９ ２６３３８

　 　 数据来源：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３．地区收入差额不断扩大

农村居民收入绝对差额不断扩大的现象也表现

在不同地区之间，表 ３ 提供了东部地区、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差额变动情

况，以东部地区的收入为基准，其他三个地区的差距

在逐年扩大，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分别扩大到 ２．２
倍、１．６ 倍和 １．６ 倍。

表 ３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地区差距变化　 　 　 （元 ／人）

年份 东部地区（基准额）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３ １１８５７ －２０９５ －２８７４ －４４２０
２０１４ １３１４５ －２３４３ －３１３４ －４８５０
２０１５ １４２９７ －２８０７ －３３７８ －５２０４
２０１６ １５４９８ －３２２４ －３７０４ －５５８０
２０１７ １６８２２ －３７０６ －４０１６ －５９９４
２０１８ １８２８６ －４２０５ －４３３２ －６４５４
２０１９ １９９８９ －４６３２ －４６９８ －６９５３

　 　 数据来源：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注：以东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基准，负号表示少于东部地区

基准的差额。

表 ４ 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

和最低的甘肃省作为省区间极差值的例子，两省区

的人均绝对收入差额从１９７８ 年的１９２ 元扩大到２０１３
年 １３６１９ 元和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３５６６ 元，以城乡统一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来说，２０１９ 年比 ２０１３ 年的收入差

额扩大了 ７０％；更为糟糕的是，２０１５ 年以来甚至连收

入倍差都有增无减。

表 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省区极差　 　 　 　 （元 ／人）

年份 上海（元） 甘肃（元） 上海 ／ 甘肃（倍） 上海—甘肃（元）
１９７８ ２９０ ９８ ２．９６ １９２
１９８０ ３９７ １５３ ２．６０ ２４４
１９９０ １９０７ ４３１ ４．４３ １４７６
２０００ ５５９６ １４２９ ３．９２ ４１６８
２０１０ １３９７８ ３４２５ ４．０８ １０５５３
２０１３ １９２０８ ５５８９ ３．４４ １３６１９
２０１４ ２１１９２ ６２７７ ３．３８ １４９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３２０５ ６９３６ ３．３５ １６２６９
２０１６ ２５５２０ ７４５７ ３．４２ １８０６４
２０１７ ２７８２５ ８０７６ ３．４５ １９７４９
２０１８ ３０３７５ ８８０４ ３．４５ ２１５７１
２０１９ ３３１９５ ９６２９ ３．４５ ２３５６６

　 　 数据来源：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倍数（甘肃为 １）和

绝对差额。

注：２０１３年以前农村居民采用“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采用“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 ２０１３年起城乡住户调查指标并轨，一律采用“人均

可支配收入”指标。 后表均同，不再分注。

表 ５
　 　 　 农村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组级差变化　 　 （元 ／人）

年份
低收入户

（２０％）

中间偏下

户（２０％）

中间收入

户（２０％）

中间偏上

户（２０％）

高收入户

（２０％）
组极差

２０１３ ２５８３ ５５１６ ７９４２ １１３７３ ２１２７３ １８６９０
２０１４ ２７６８ ６６０４ ９５０４ １３４４９ ２３９４７ ２１１７９
２０１５ ３０８６ ７２２１ １０３１１ １４５３７ ２６０１４ ２２９２８
２０１６ ３００６ ７８２８ １１１５９ １５７２７ ２８４４８ ２５４４２
２０１７ ３３０２ ８３４９ １１９７８ １６９４４ ３１２９９ ２７９９７
２０１８ ３６６６ ８５０８ １２５３０ １８０５１ ３４０４３ ３０３７７
２０１９ ４２６３ ９７５４ １３９８４ １９７３２ ３６０４９ ３１７８６

　 　 数据来源：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

组的组极差。

注：２０１３年数据口径是“人均纯收入”，该年国家统计局没有提供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等分组。

４．农村居民组间收入差额不断扩大

绝对差额扩大的现象同样也表现在不同农村居

民收入组之间，表 ５ 尽管反映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各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逐年

增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最低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

的组极差在逐年扩大，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８６８９ 元扩大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３１７８７ 元，扩大了 ７０．１％。 从表 ６ 可进一步

清楚看到，事实上各组间的绝对收入差在逐年扩大，
是一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剪刀差”变化状态。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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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农民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农业

仅仅看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不对农民收入来

源作细分考察，就容易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农业很不

错，尤其在粮食连年大丰收、畜产品大增长的情景衬

托下，更容易给人一种农业挺好的印象。 事实上，农
民的可支配收入并非主要来自农业，更不是来自粮

食生产，这是农业经营的大隐患，必须予以关注。

表 ６
　 　 　 　 农村居民五等分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组间差额变化　 　 　 （元 ／人）

年份

低收
入户

（２０％）

中间偏
下户

（２０％）

中间收
入户

（２０％）

中间偏
上户

（２０％）

高收
入户

（２０％）

低收入
组间
差 Ｘ

高收入
组间
差 Ｙ

Ａ Ｂ Ｃ Ｄ Ｆ Ｘ＝Ａ－Ｂ Ｙ＝Ｄ－Ｆ
２０１３ －５，５６０ －２４７２ （基准） ３，３７８ １２８８６ －３０８８ －９５０８
２０１４ －６７３６ －２９００ （基准） ３９４５ １４４４３ －３８３６ －１０４９８
２０１５ －７２２５ －３０９０ （基准） ４２２７ １５７０３ －４１３５ －１１４７６
２０１６ －８１５３ －３３３１ （基准） ４５６８ １７２８９ －４８２２ －１２７２１
２０１７ －８６７６ －３６２９ （基准） ４９６６ １９３２１ －５０４７ －１４３５５
２０１８ －８８６４ －４０２２ （基准） ５５２１ ２１５１２ －４８４２ －１５９９１
２０１９ －９７２２ －４２３０ （基准） ５７４８ ２２０６５ －５４９２ －１６３１７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注：表中 Ａ、Ｂ、Ｄ、Ｆ 列数值是与基准组（Ｃ 列）收入额的绝对差，

负数代表“少”、正数代表“多”。

表 ７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结构

年份 合计
１．工

资性

２．家庭

经营

＃第一

产业

＃＃

种植业

３．财

产性

４．转

移性
收入额（元）

２０１３ ９４３０ ３６５３ ３９３５ ２８４０ ２１６０ １９５ １６４８
２０１４ １０４８９ ４１５２ ４２３７ ２９９９ ２３０７ ２２２ １８７７
２０１５ １１４２２ ４６００ ４５０４ ３１５４ ２４１２ ２５２ ２０６６
２０１６ １２３６３ ５０２２ ４７４１ ３２７０ ２４４０ ２７２ ２３２８
２０１７ １３４３２ ５４９８ ５０２８ ３３９１ ２５２４ ３０３ ２６０３
２０１８ １４６１７ ５９９６ ５３５８ ３７２７ ２７６１ ３４２ ２９２０
２０１９ １６０２１ ６５８３ ５７６２ ３７３０ ２７４０ ３７７ ３２９８

收入结构（％）
２０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７３ ４１．７３ ３０．１２ ２２．９１ ２．０６ １７．４７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５９ ４０．４０ ２８．５９ ２１．９９ ２．１２ １７．９０
２０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２８ ３９．４３ ２７．６１ ２１．１２ ２．２０ １８．０９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６２ ３８．３５ ２６．４５ １９．７３ ２．２０ １８．８３
２０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９３ ３７．４３ ２５．２４ １８．７９ ２．２６ １９．３８
２０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２ ３６．６６ ２５．４９ １８．８９ ２．３４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９ ３５．９７ ２３．２８ １７．１０ ２．３５ ２０．５８

　 　 数据来源：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表 ７ 显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一直在增长，
２０１５年就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

来源，２０１９ 年占到了４１．０９％；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一直

在下降，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１． ７３％下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５．９７％；同期的第一产业比重从 ３０． １２％下降至

２３􀆰 ２８％，不足可支配收入的 １／ ４；同期的种植业比重

更是从 ２２．９１％下降至 １７．１０％。 官方统计没有公布

来自种植业中的粮食生产收入数据，但据大数估计，
已经低于 １５％。

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必须注意到，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中，转移性收入①的金额和比重在逐年上升，
２０１９ 年已占到 ２０．５８％，超过了种植业收入比重。

如果农业从业者 ３／ ４ 的可支配收入不是来自农

业，农业的吸引力和前途会如何？ 收入的边缘化必

然会渐渐导致产业的边缘化，如何让高素质的劳力

来从事农业？ 若大国农业如此，粮安食安又会如何？
如此隐患，深为堪忧！

五、农民增收之道

增加农民收入，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之

道。 作为经济单位主体的农民的具体行为对自身增

收起着主要作用，但城乡关系和农村产业环境对农

民增收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这一切与政府政策

的激励还是抑制密切相关。 从农民增收的世界经验

和中国实际来看，有以下增收途径。
１．减少农民②

任一产业或行业的劳动者收入（工资率）实质上

都是以劳动生产率为支撑的，种地农民收入低的主

要原因是低劳动生产率。 在中国，当前种地农民低

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原因是农场规模达不到现有技术

水平下的合理经济规模，或者说耕地生产资料匹配

不足造成种地农民的不充分就业。 所以，从宏观上

说，在耕地资源既定的条件下，要提高种地农民的劳

动生产率，就必须减少种地农民。
自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农业劳动

力转移在不断发生，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民工③总量 ２．９ 亿

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 １．７ 亿人，本地农民工 １．２ 亿

人，尽管如此多人外出打工、退出农业，但依然不够，
农业中仍留有过多劳力。 ２０１９ 年，官方统计上的农

业劳动者仍有 １． ９ 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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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中主要是财政的农业补贴、扶贫支持和民政支持，但其中以农业补贴为主。
阐述减少农民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农民素质问题，即把怎样素质的农民留下来，从产业发展来说，当然希望出现“少而精”的结果。 虽然中

国当前减少的农民基本上是减少了有文化的年轻农民，但减少农民和农民素质是两个方面的问题，这里只讨论减少农民，并不表明忽视了流出农

民的素质问题。
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六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六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农民工。



２５􀆰 １％，但第一产业 ＧＤＰ 只占 ７．１％，这意味着农业

劳动生产率只有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 ２８．３％。 如

此悬殊差距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显然不可能让农业劳

动者获得可比较的农业收入，所以继续减少农民是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即农业收入）的根本之路。 尽

管减少农民之路非常艰难和缓慢，背后涉及错综复

杂的利益处置和体制机制改革，但无论是主动减少

还是被动减少，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

然之路。 在条件成熟地区，适时出台政策引导为治

本之策。
２．扩大农场经营规模

经济单位规模处于经济可持续状态是市场经济

的基本要求，否则，这一经济单位或者需要获得外源

得以维续，或者走向衰亡。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

但土地生产率却不低，拿农场总体平均水平来比，中
国的亩净收入①远高于美国。 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

是 ４４１ 英亩，折合中国为 ２６７６ 亩，农场农产品平均销

售额加上政府补贴合计 １９４６２５ 美元，农场平均生产

费用１５９８２１ 美元，农场农业经营的平均净收入３４８０４
美元②，折合中国每亩净收入仅为 １３ 美元，合人民币

９０ 元（２０２０ 年 １ 美元兑 ６．８９７４ 元人民币）。 中国粮

农不含补贴的每亩净收入在 ３００ 元以上③，换句话

说，中国粮农的亩净收入在美国的 ３ 倍以上，而且是

在中国亩生产成本大大高于美国的情况下实现的。
尽管中国粮农的亩净收入远高于美国，但中国

的粮农却难以依农维生，而美国的粮农却很富裕，根
本原因就在于农场的规模差异。 中国农户农场平均

只有 ７—８亩地，农户粮食净收入总量不足 ５０００ 元，
无法支撑社会正常消费水平，所以难以让人以农为

生。 根据北美产业分类体系（ＮＡＩＣＳ），美国有粮油

农场（分类编号 １１１１）３２５０３３ 个（占美国农场数的

１５．９％），平均农场规模 ８４８ 英亩（占美国农场土地的

３０．６％，粮油农场的土地规模较大，比全国农场平均

规模大近 １ 倍），折合中国为 ５１４８ 亩，平均销售额加

政府补贴合计收入 ３２８２９４ 美元（其中来自粮油作物

收入 ８７．１％、其他农畜产品收入 ７．１％、政府补贴

５．８％④），平均生产费用 ２０６５０４ 美元，净收入 １２１７９０
美元。 此外，农场还从农业生产之外得到与农场相

关的其他兼业收入，如农场对外作业服务、乡村旅游

和创意服务等收入，粮油农场平均兼业收入 １５２７４
美元⑤。 粮油农场全部净收入合计 １３７０６４ 美元，美
国农场平均劳力只有 １．６７ 个，即粮油农场净收入计

算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为 ８２０７４ 美元。 显然，美国粮

农收入不仅可以维持家庭生计，而且还高于城市一

般阶层的工薪收入水平。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户农场的危机来

自农业收入总量不足，而非单位土地生产率不高，农
场规模过小是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农户不愿务农的根

源。 扩大农场规模就是旨在通过增加现有单位收入

水平下的单位数来扩大总收入，同时还希望由此获

得规模技术效率来叠加扩大农业总收入，从而使粮

农能安心从事粮食生产。 这就是中国农政上鼓励扩

大农场经营规模、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原因。
让离开农业的农民把耕地转给剩下的农民、减少现

有农民让更多的耕地集中到剩下的农民手中，这是

中国当前扩大农场规模的两大任务，同时也是现实

难题。
３． 提高土地生产率

提高土地生产率是传统的农民增收观点，农业

技术专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高产。 从政策口号

看，过去叫“增产增收”，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价格是

既定的，所以增产即增收；而今天是市场经济，价格

是供求决定的，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增产未必增收，
“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时有出现。

从技术效率看，提高土地生产率一定是好事。
从经济效率看，在价格和成本基本稳定时，提高土地

生产率一定也是好事。 但在宏观层面上，就短期而

言，提高土地生产率使得当前供给超过需求，从而价

格下跌时，未必是好事，需要视价格损失是否大于单

产提高带来的利益而定，即经济学上的弹性状况；就
长期而言，提高土地生产率一定是好事，即可以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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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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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亩净收入＝亩收入－亩实际支出后的余额，物耗、地租（包括自有土地投入折价）、雇工支付和其他外部服务支出被扣除，经营者自身

劳动投入未折为用工成本扣除，即农民常规理解的收入减支出后剩下的就是我挣的。
美国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普查 ２０１７年》（ＵＳＤＡ：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ＡＣ－１７－Ａ－５１， ２０１９年）。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亩净收入＝亩利润＋家庭用工折价。
分母调整为全部粮油农场数（３２５０３３个）来平均化，即相关总额 ／ 全部粮油农场数，以反映总体平均。
分母调整为全部粮油农场数（３２５０３３个）来平均化，即兼业收入总额 ／ 全部粮油农场数，以反映总体平均。



更少的土地来满足一定的需求。 所以，无论是技术

上还是经济上都讲求提高土地生产率。
因此，提高土地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增

加生产者收入的，只要做好具体的产品供需分析，避
免生产率提高导致的短期供求失衡。 就中国当前具

体事例而言，依然存在着一些增产能增收的农产品，
大豆就是最典型的处于提高单产有利于增收的状

态。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大豆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３２％，
比巴西低 ４４．０％，比美国低 ４５．３％，如果能提高到世

界平均水平，这 ３２％基本上是增加的净收入，因为成

本几乎不需要额外增加，即使有所增加，也大大低于

净收入增加。 大豆单产太低是其比较效益不如竞争

作物玉米的主要原因，提高大豆单产无疑能取得“增
产增收”的结果，对内可以提高大豆对玉米的经济竞

争力，对外可以缩小与进口大豆的效益差距。
土地生产率还与产品消费方式密切相关，鲜食

农产品对产品等级与外观质量要求较高，若作为工

业加工原料品，则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会改变甚至降

低一些质量指标，比如鲜食苹果与榨汁苹果，前者对

苹果大小、色泽等外观形状要求以及甜度、脆度等的

内在口感要求较高，但工业榨汁苹果对这些质量指

标的要求就低多了，甚至没有，因为最后的产品是果

汁，不见其原来的产品外形，而且饮料加工业也完全

可以通过添加手段来满足甜度等口感指标要求。 一

定时空范围和技术水平，要求高了和多了，单产自然

就会降低。 因此，提高榨汁苹果单产就具有十分重

要的提高收入作用。
４．提质增效

政府在农民增收方面一直提倡“提质增效”。 所

谓“提质增效”，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提质”“增
效”作为并列词，意指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增加效益

包括提高质量等多种能够增效的途径和方式，这往

往是政策用语，就如“稳产增产”；另一种理解是把

“提质”与“增效”作为因果关系，通过提质来达到增

效。 这是对同一类产品而言，其含义是当前中低档

产品太多，应提高产品质量等级，把原来低等级产品

的质量提高到高等级质量，把市场滞销的产品变成

市场欢迎的产品，比如把三级苹果提高到一级甚至

特级苹果、把普通大米提高到优质有机大米等。 由

于高质量、市场欢迎的产品往往有更高更好的售价

和销路，所以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提质增效确实

是现代经济中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并且随着经济

发达程度和国民生活水准提高而变得越来越管用。
这里必须指出，要把提质增效和高端市场区分

开来，不要混为一谈。 人们经常听到一些激励性事

例，如何把生产售价每公斤 １０ 元的大米转为生产每

公斤售价百元的大米，如果把提质增效如此理解，那
就狭隘甚至不对了，因为每公斤售价百元的大米往

往是高端市场，高端市场往往也是小众市场，并不能

成为一个高价的大众市场。 就如同布加迪、兰博基

尼等豪车是小众市场，产多了是卖不出去的，除非降

成家用大众车的价格。 所以，提质增效针对的是更

为普遍性的大众市场。
５． 调优生产结构

调整生产结构，一般指的是调整生产对象，最终

结果是改变了生产结构。 这里还应明确一下，如果

生产对象是针对同类产品、不同质量等级而言的，那
是同类产品的质量结构或品种结构，上面所说的提

质增效就包含这一内容；但如果生产对象是从 Ａ 类

产品到 Ｂ 类产品，那指的是产品结构。 农业中所说

的生产结构更多地是指后一种结构，主要是从生产

低价值的 Ａ 产品转向高价值的 Ｂ 产品。 改革开放

以来最突出的生产结构调整是从粮棉油生产转向更

多的园艺生产、水畜产品生产。 从农作物播种面积

构成看，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１９ 年粮棉油作物从 ８８．９％下降

至 ７９．７％，而园艺（蔬菜与果园）面积从 ３．４％上升至

２０．０％，茶园面积扩大了近 ３ 倍；从产值结构看，同期

种植业产值从 ７５．６％下降至 ５３．３％，畜牧业产值从

１８．４％上升至 ２６．７％，渔业产值从 １．７％上升至１０．１％。
这种生产结构转变目前依然在进行，是经济规

律的作用结果。 但生产结构调整必须考虑到生产对

象的调整受到产品市场供需关系制约，以及可能遇

到转产中的技术障碍。 这里特别要指出，处于微观

层面的农户和基层政府在进行生产结构调整时，一
定要对调整后的可能市场进行动态判断，因为微观

个体上似乎合理的决策有可能导致宏观市场上的供

过于求，这种情况尤其在基层政府的号召下容易出

现，也就是农业中常说的“号召种什么，什么就多”，
如果大家都去种植人参，人参也会卖成萝卜价。

调整生产结构，绝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转为另一

种产品的生产，也可以是由生产单一产品调整为联

产品生产，如稻田养蟹养鱼、间作套种等。 湖北潜

江、荆州一带大规模在水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小龙虾

的收入数倍于水稻。 与此同时，因为养殖小龙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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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水稻也成为有机水稻而收入增加。 很多实践

表明，因地制宜开展联产品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

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６．降低生产成本

降本增效是一定产品价格水平下提高利润的常

规途径。 在现代经济中，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通过

提高投入要素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降低单位产

品成本，而不是降低每亩土地上的绝对成本，因为能

源价格导致的生产资料价格、劳动工资等在上升，农
业越来越走向资本集约，所以每亩土地上的绝对成

本基本上是降不下来的，除非在还没有完成基本的

生产现代化的局部地区还有一定的降本潜力。 比

如，大量使用劳力而非机器，可以通过机器替代劳力

来降本。 总体上说，现代农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

的产业，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是当前

与未来的主要途径。
与发达农业国家粮棉油大田作物的竞争对手相

比，中国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和亩生产成本都很高，
单位产品生产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技术效率

较低和人工成本高，亩生产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人

工成本和地租大幅高于他们，而亩物耗投入与他们

的差距并不大。 人工成本方面，目前在规模化的家

庭农场、合作社农场和公司工厂以及新疆和东北地

区基本上实现机械化作业，在其他地区随着农业作

业环节的外包和托管，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只
在山地丘陵等少数地区劳动用工依然较多。 但地租

在中国一直居高不下，未来的下降空间也很有限，甚
至没有。

分析至此，上面梳理了农业层面的农民增收途

径，但在现实中，除了扩大农场规模和调整生产结构

能够较快增收外，其他几条途径由于种种因素限制，
不是增收空间比较有限，就是增收过程比较缓慢。
所以，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农民可支配收入来源中

来自第一产业的增长十分有限，来自种植业的增长

更为缓慢。 既然从农业内部增加农民收入很难，那
么就需要放眼农业外的领域来寻求增收途径。 现代

世界农业经济史的答案是：兼业经营、政府补贴、产
业融合等。

１．兼业经营

这里所说的兼业经营是农户所兼之业与自身的

农业活动没有什么关联，这一特征有别于进入与自

身农业活动有关联的农产品加工、第三产业等非农

经营行为，后者被笔者称之为“产业融合”。
兼业经营能增加农民收入，即使在封建时代的

农业自足经济中也有通过家庭副业、短期外出打工

来增加收入的现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功

能逐渐增强。 现代经济中，这一功能非常普遍，其收

入占到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当份额，甚至成为农户的

主要收入来源。 日本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将农户

分为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并以非农业外收入是否

超过家庭收入的 ５０％，进一步将兼业农户分为一兼

户和二兼户。 中国现在也可以将农户分为专业农

户、兼业农户和离农农户三类。
农户兼业确实能、甚至能快速增加农户收入，现

在中国农户的第一大收入来源就是打工收入。 但兼

业农户的长期发展结果是随着兼业收入比重的增

大，渐渐发生了兼业变主业、农业变副业，农业生产

在农户家庭中最终会走向边缘化，缺乏优秀的农业

从业者，甚至后继乏人。 对于人口大国来说，农业可

持续发展危机就开始浮现并加重，这个过程在日本

已经非常清晰，中国正发生并加重着这一变化。 农

业需要专业化的从业者队伍，而兼业经营具有增加

农户收入和变农业为副业的双刃效应。
２．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是现代经济中尤其发达国家最常见也

是易见效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做法，无论是直接收入

补贴，还是以降低成本或损失的间接收入补贴。 长

期以往，农业就成为需要输血才能存活的产业，农民

也由此成为需要输血才能维持生计的农民，这是背

离市场经济规律的①，财政也会因此背上重负。 农

业补贴的一般演变结果是农业补贴越来越高，最后

不得不改革。 欧盟 ２０００ 年农业改革的两大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农业补贴使欧盟财政濒临破产。 中国农

户可支配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７．５％上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５％，虽然其中有民政性社

会政策的转移和亲友间转移，但主要是农业补贴，并
且主要是粮食生产补贴。

即使政府对农民提供了巨额的财政转移，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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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补贴与国民收入增长相比，只是杯水之效，依然跟

不上国民收入增长步伐。 因此，农民不满意，基层政

府与学术界也往往与农民呼应，呼吁加大对农民的

财政转移力度，但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不堪重负。
所以，政府补贴只能起聊补作用，不应当成为增

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换句话说，农业需要自身

的生命力，即造血功能，而不应靠输血来维系。
３． 产业融合

农业农村地区的产业融合即是将第一产业的农

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可分为纵向

融合与横向融合两方面。 纵向融合是以产品为产业

链的上下游伸展，即沿着该产品产业链从第一产业

延伸进入到第二或第三产业环节，这中间产品可能

会因为产品升级而发生形态变化。 比如，水果经过

食品加工后以果汁的面貌出现，甚至大豆经过加工

后以豆粕、食用油、卵磷脂等形式出现。 横向融合是

指不同产业链及其产品之间发生关联，成为一种具

有关联的新业态或新模式等，如农产品、农业、农村

与旅游融合后形成乡村旅游业，农产品与商业、互联

网、大数据等结合后形成农产品电子商务。
产业融合是一种多业经营，产业融合的实质是

农业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突破原有农业生产环节的局

限，延伸进入产业链上的非农环节（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来分享产业链利益，或结合其他产业链来分享

其利益，从而增加农业经营者的总收入，这是如今政

策上提倡的产业融合的初衷所在，也是各地把乡村

产业融合视为乡村振兴重要路径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纵向产业融合看，中国大型白羽肉鸡养殖企

业圣农公司是典型例子，从养鸡起步，逐渐发展到屠

宰加工业、包装与流通以及产业链上游的饲料加工

等，其产业融合的基础是养殖业，做的是农业＋。
从横向产业融合看，国内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

业是典型的例子。 城市居民喜爱乡村景观、新鲜农

产品、清新空气、乡村文化、乡村宁静环境等，农村正

好满足城市居民的这些需求，产业融合的基础是农

村，做的是农村＋。
产业融合中需要正确估计其对农民的实际影

响，融合主体的融合方式和程度不同，对农民增收的

实际影响不同。 如果产业融合是外来工商企业单独

做的，农民不是二、三产业经营主体或参股方，农民

分享产业融合的利益就大大缩减，主要是农民不能

分享产业融合后非农环节的经营利润，但产业融合

的企业能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村民可以得到就业

工资收入；村民往往还能获得与自身个体有关的土

地（流转）与房产的租赁收入或者订单农业的产品溢

价收入以及较小的产品销售风险等好处。 乡村很多

食品加工企业就是典型例子，食品加工经营利润归

企业家，农民从中所分享的只是企业家因为特定的

需要而愿意付出更高的原料收购价格（如订单农产

品的价格较高），或者土地流转费，当地农民可进厂

打工。
如果产业融合是由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来

做的或者参股做的，则村民不仅能获得与自身有关

的好处，还能得到产业融合的企业经营利润。 此种

情况最典型的是乡村旅游业，由于乡村旅游业必然

涉及村庄空间和村民生活，乡村设施、景观、农业农

村元素等旅游要素往往是与特定的行政村镇联系在

一起的，外来企业独立经办往往会遇到很多麻烦。
因此，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业或由村镇集体举办，或
由村镇集体代表农民与外来投资者合办，作为投资

方之一的村镇组织（农民代表）自然分享到这种一、
三产业融合的经营收益，农民也能获得乡村旅游业

的经营利润。 农民获得产业融合利润的另一个典型

例子是一、三产业融合的乡村小电商，农产品电子商

务很多是农民个体进行的，电子商务直接扩大了农

产品销售半径，提高了农产品售价，从而增加了农民

收入。
产业融合，尤其是横向产业融合往往还可能给

村民带来其他外溢性收入效应机会，农民虽不是产

业融合经营的主体，但得到了“搭便车”增收机会，比
如当地成功办起了乡村旅游业，一些村民就可能得

到路边卖茶叶蛋、卖煮玉米、卖小纪念品等商业机

会，也可能办起农家乐、民宿等提供食宿，从而增加

收入。
从目前的实践看，纵向产业融合往往是工商企

业或个人独自举办的，可能是资金需求量大、技术要

求高、市场风险大，尤其是现代化的养殖加工业，投
资很大；即使是相对简单一点儿的粮油加工、粮食烘

干等企业也往往是个人投资开办的。 而横向产业融

合中，由村镇集体举办，或由村镇集体代表农民与外

来投资者合办的情况更普遍一些。 这两类产业融合

一旦成功，对农民增收的作用都比较明显。
在各地的产业融合实践中，不少农民或村镇组

织举办产业融合项目处于进退维谷、甚至失败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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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尤其在乡村旅游业上表现得尤其普遍。 很多乡

镇以旅游业为产业融合的主要内容，但项目缺乏可

行性分析，简单模仿，形成了大量的低级重复建设，
缺乏特色，缺乏吸引力，有的只是红火数日，有的甚

至开张之日也是死亡之始。 这里存在的一个重要问

题是没有考虑好产业融合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对于

乡村旅游业来说，凭什么人家要来你这里旅游？ 缺

乏建设前客观、准确的具体竞争的优劣势分析、准确

的特色定位和目标市场分析。
原则上说，乡村产业融合中的核心竞争力应当

是立足于“农业＋”和“农村＋”，因为乡村优势资源是

农业和农村，比如农产品原料接近产地、便宜的劳动

力和土地、乡村景观、农业文化、新鲜空气、乡村生活

等。 乡村地区以“农业＋”和“农村＋”的思维及路径

进行产业融合，就能立足于农业农村资源来扬长避

短地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这些正是城市经济

所缺乏的。 立足于“农业＋”和“农村＋”正是把资源

优势变成商品优势及产业优势。
４．经济组织化程度和效率

欠发达地区小农增收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产品

难以进入市场，人们普遍认为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是

因为农户生产层面存在是否生产了市场适销的产品

问题，政府投资层面是否存在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

基础设施问题，市场组织层面是否存在组织化程度

问题。 随着农村脱贫攻坚的成功，以交通运输为代

表的基础设施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但经济组织

化程度依然不够，基于经济规律的组织化更是不足，

而如何进入市场和进入怎样的市场决定着入场难

度、成本与农户增收。 在脱贫攻坚战中，消费扶贫是

贫困地区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重要途径，但在很大程

度上并非得益于经济规律下的经济组织，而是得益

于政治考量下的行政组织。 现代经济中，小农进入

市场的难度很大，进入成本也会很高，提高组织化程

度和组织化效率能够使农户降本增收。
５．增加财产性收入

当前中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很低，在全国农村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不到 ３％，发达地区

相对高一点儿。 如 ２０１９ 年北京和天津农村居民的

财产性收入达到 ７．３５％、４．１７％，但大部分省份不到

２％。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继续提高，为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提供了挖掘潜力

的机会。 比如，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立”为农民的闲

置宅基地房屋租赁从而增加其收入提供了制度安

排。
大国小农的农民收入问题是经济起飞后的国家

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之一。 今天中国遇

到的农民收入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回

避不了的必然问题。 农民增收的途径尽管有很多，
但其中有些是治标不治本的，有些是局部有效的，而
解决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造自身农

场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及提高农业竞争力。
尽管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解决很多难题，但这是迟早

要走和不得不走的必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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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 ａｎ ｅ⁃
ｑ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ａｒ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
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ｆ ｗｅ ｌｏｏｋ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ｓｅｅｋ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ａｒｔ－ｔｉｍ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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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观察 ◆


